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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里 ,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仅培养
法官 ,美国的“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仅培养律师 ,而只是基于传统法官和现
代律师之知识结构和功能角色有别 ,象征性地以此冠名而已。然而 ,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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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院培养对象的主体是 J . D. 学生 ,而要成为 J . D. 学生 ,至少
必须已有一个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 ,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实际工
作的经验。可见 ,在美国 ,凡取得 J . D. 学位者 ,可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法


























其间 ,价值判断和社会政策定向必不可少。然而 ,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眼里 ,
法律价值本身是相对的 ,社会政策也是多元的 ,需要运用法律之外的知识对
它们加以判断和定向。概言之 ,在美国 ,惟有“复合型”法律人才 ,才能得心
应手地操弄法律这一社会控制的“工具”。再从文化根基上看 ,美国是一个
移民国家 ,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具有多元的文化 ;同时 ,美国又是一个强调
个人自由的国家。相应的 ,在美国 ,作为法律过程之目标的“结果正义”,也





的冲突法一直建立在法律实证主义理念基础之上 ,其发展颠峰为 1934 年出
版的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然而 ,伴随着上世纪 20、30 年代美国的现
实主义法律运动 ,美国开始了激烈的冲突法革命 ,破旧立新之后产生的美国
现代冲突法 ,采取的无一不是“社会政策定向”的法律选择方法 ,以追求“实
体正义”为目标 ;而且 ,迄今为止 ,从整体上看 ,这样的冲突法立法例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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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非“法律工匠”,那么就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视界。一个法律人只通
法律 ,不懂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机理 ,犹如一个医生只知病症 ,不明病理那
样。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曾指出 ,“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和社
会学 ,那么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而用美国律师布朗的话来说 ,则是
“一个只懂法律的人 ,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① 在美国 ,法科学生日后
肩负的社会重任 ,要求法学院必须将他们培养成为“复合型”的法律人才。
对此 ,博登海默的理解是 ,“甚至在提高专业能力较为严格的法律教育专业




















均转引自[美 ]埃德加 ·博登海默著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修订版 ,第 531 页。
同注 ①书 ,第 531、532 页。
















些第一层面 (国际关系理论)和第二层面 (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乃至第
三层面 (哲学)学科的功底 ,就根本无法深入开展“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
之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 ,“国际法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学派在美国方兴











转引自杨莉、王晓阳 :《美国法学教育特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转引自王晨光 :《法学教育的宗旨 ———兼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教学模式在
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 6 期。























要假借法律现实主义 ,徇私枉法 ,大搞司法腐败之外 ,在其他通常情况下 ,
“概念主义”大有被发挥到极致之势。在中国的司法界 ,一种司空见惯的做





转引自注 ①引书 ,第 123 页。
转引自张文显著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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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因各种缘由 ,“概念主义”泛滥 ,这是一个反常



















下 ,中国的法学研究虽然也在广泛地触及其他学科 ,然则 ,多仅仅是应用到
其他学科的知识而已 ,不是严格意义上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两个学科
真正交叉的判断标准是 ,其将形成不同于传统法律分析的独特范式。正如
以经济分析国际法的情形那样 ,可分为两种情形 : ⑦一是以经济学的“知识”
说明国际法的具体问题 ,可称为“国际法中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例如 ,各国反倾销法规定 ,外国产品低价销售对生产
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 ,构成倾销。对此处何为“同类”产品的界
定 ,就需要运用经济学的知识 ;二是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国际法的制度和
原理 ,此乃“国际法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





生 ,日后在从事法学研究的过程中 ,可以边干边学 ,照样能掌握其他学科的
知识。无可否认 ,像波斯纳那样 ,通过自学经济学终成法经济学大师这样的
例子并非没有。然而 ,就多数人而言 ,“先天不足 ,后天难补”,世界上有许多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⑦ 参见 J . L . Dunoff & J . P. Trachtman ,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 Yale J ournal of I nternational L aw , Vol. 24 , 1999 , pp . 6～7.










只有需大力发展的“法律硕士”。中国的“法律硕士”相当于美国的 J . D. ,



















⑧ 引自注 ①引书 ,第 530 页。











而 ,因该教学方法具有教条性和呆板性 ,难以适应判例法实践的需要 ,1870
年 ,朗代尔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之后 ,开始大规模地引入案例教学法。




从培养对象来看 ,美国法学院 J . D. 学生参与案例讨论 ,容易形成带有
“偏执”色彩的对抗性辩论。如前所述 ,这些 J . D. 学生均受过非法律学科
的专业训练 ,与中国法律本科生相比 ,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上 ,还是在自主分





有限等因素 ,英国的法学教育与大陆法系有些相似 ,比较重视系统讲授 ;即
便采取案例教学法 ,也带有教师主导下的案例“分析”之色彩 ,这些英国学生
本科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之前 ,仍需经过律师学院或律师协会的培训。
从教学过程来看 ,首先 ,在美国法学院 ,预习是“案例讨论”教学法必不
可少的环节。如课前不预习 ,对案情茫然不知 ,则在讨论时 ,只能做一个尴
尬的旁观者。这与教师主导的“课堂讲授”教学法不同 ,在中国法学院 ,学生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成案中 ,除了作出判决的“多数法官意见”(majority opinion)之外 ,还附有其
他法官的“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以及虽认同多数法官的判决结果






基”具有公认性 ,于是就少有学生置疑。显然 ,通过“课堂讲授”教学方法 ,难
以使学生养成“偏执己见”的思维和能力。
再次 ,在美国法学院 ,案例讨论往往采用苏格拉底式方法。该方法的特
点是 ,在课堂上 ,教授扮演“智者”和“批判者”的身份 ,不断地向学生发问 ,挑
战学生的看法 ,引导和激发学生自己进行概括和推理 ,并就各种不同的观点




练 ,以不断地充实和深化自己的观点。可见 ,作为案例教学法的具体手段 ,
苏格拉底式方法是训练法科学生“偏执型”分析能力的一种利器。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⑨ 引自 J . Eager , The Right Tool for the Job : The Effective Use of Pedagogical
Methods in Legal Education , Gonz aga L aw Review , Vol. 32 , 1996 , p . 399.









值得注意的是 ,晚近 ,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 ,美国法学院又发展出了
另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有不少弊端 ,其中一
个主要弊端是容易被简单化 ,一些教师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了解成案的


















引自 E. M. Morgan , The Case Method , J ournal of L egal Education , Vol. 4 ,
1952 , p . 387.
参见注 ⑩引文 , 第 404～406 页。
转引自注 ③引文 ,第 69 页。



























“开口式”的 ,即如有需要 ,还可增加。在具有如此弹性的框架内 ,对于一个
州际侵权纠纷 ,当原告律师发现某一个相关州的法律对己方当事人有利时 ,














自职业教育培养的 J . D. 毕业生 ,很少是具有学术教育型背景的 S . J . D. 。





































法律条款 ,再将其与事实相联系 ,最后推论出必然的结论。如前所述 ,大陆
法系偏向法律实证主义理念 ,以追求“形式正义”为主要目标 ,立法“概念主
义”色彩浓厚 ,法律适用强调“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非冗性”。简言之 ,











λξ 原文出自[意 ]卡佩里蒂等合著 :《意大利法律制度》,转引自沈宗灵著 :《比较法
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55 页。










判例中找出法律规则 ,有时犹如大海捞针 ,不具备很强的法律思维 ,就难有
作为。应该说 ,案例教学法“重法律思维 ,轻法律知识”的特点 ,与英美法系
更重“过程”而非“实体”的传统也是一致的。然而 ,知识毕竟是方法的载体 ,







性 ,哪怕是在判例法国家 ,也存在大量的比较公认的法律规则。然而 ,采用








关于美国案例教学法弊端的讨论 ,详见 D. D. Garner , The Continuing Vitali2
ty of the Case Method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 B ri gham Young Universi t y Educa2
tion and L aw J ournal , 2000 , pp . 316～338.
转引自霍宪丹 :《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固定的答案。最有代表性的试题是 ,给出一个案例 ,要求考生作答 :假设考
生充当原告代理人 ,应如何提出并支持诉求 ;接着 ,假设考生担任被告代理





育 ,即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相反 ,对于研究型的法律人才 ,则应采取“偏
执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同样 ,对于中国的法学研究 ,也应提倡“偏执型”的研
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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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中国 ,设置法律本科和“法律硕士”类别的学位 ,其目的主要在
于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 ,其中供有司法实践经验者在职攻读的“法律硕
士”学位 ,更是如此。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运用实定法 ,对于这类人才的
培养 ,教师应围绕现行的法律制度讲授原理 ,更加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
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的实际空谈理论 ,尤其是不应过多地兜售自己的“学






式 ,是适当的。但时过境迁 ,现在 ,“法学硕士”毕业生主要从事的是法律实
务工作 ,但中国的许多法律院校仍然沿用旧制 ,继续以“偏执型”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加之 ,在培养模式的使用上 ,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
反之 ,在任何国家 ,博士研究生多应深造成为研究型人才。无疑 ,对于
博士研究生 ,应采用“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使之朝着做高深学问的方
向努力。然而 ,不应混淆的是 ,此处并不是鼓励中国博士生的培养也应采用
美国培养 J . D. 学生的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本质上仍属职业教育的方
法 ,而非学术教育的方法 ,只不过案例教学法可“联合生产”出“偏执型”分析




















数百年来 ,该学科自名称起就无定见 ,遑论大到层出不穷的学说 ,小到针对
一个概念和具体制度的不同理论 ,纷繁复杂。但反观依传统硬性冲突规则
之法律选择实践 ,其司法过程却相当简单。该“一繁一简”的情形表明 :在学




确的解释 ,即可完成法律选择的过程。鉴此 ,从应用的角度考虑 ,对于冲突
法课程的教学 ,则应突出对本国既定规则之原理的解释 ,而不必继续过多地
纠缠于各种各样的学说。
然而 ,从研究方法来看 ,与美国强调法学为“科学”不同 ,中国的社会科
学 (包括法学)研究历来具有重视“人文”方法的传统。同时 ,在传统文化的
影响下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方法往往又与“中庸”哲学相结合 ,法学
也不例外。于是 ,在西方学者看来 ,影响中国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 ,主张
“在任何领域内都没有先天注定的规律存在 ,但只要适当的礼教与风俗规范
能被遵行 ,正义与和谐就能维系。正因这个缘故 ,有人认为 ,中国人始终未
能按照西方的模式 ,以先天性因果法则为基础建立一套科学观。”λ{时至今
日 ,在中国法学界 ,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此类“人文”方法主导下的“公断型”研
究 ,不少著述立论中庸 ,四平八稳 ,一团和气 ,缺乏“惟我独尊”的学术霸气。
这些中庸的理论看似八面玲珑 ,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但往往既非对新学说的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λ{ 引自[英 ]丹尼斯 ·罗伊德著 :《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 ,新星出版社 2005 年
版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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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也非对各种既存理论的再发展 ,以致产生 1 + 1 > 2 之神效 ;充其量不
过是对各种现有的观点进行简单的综合和加工而已 ,所从事的多为重复性
的研究工作。









之后 ,“公断型”的研究方法也失去了原有的“核心”价值。首先 ,毋庸否认 ,
“公断型”研究成果提供的信息虽无多大创新之处 ,却有“综合性”之长。以













才 v.“复合型”人才 ;再以培养方法观之 ,则表现为“公断型”人才 v.“偏执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能力 ;同时 ,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也将有力地促进法学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 ,从而拓宽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 ,促进法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
面 ,对于“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借鉴 ,中国应有取有舍。可以说 ,“公
断型”和“偏执型”两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别与中美两国法律体系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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